
资源主导下基层编制如何动态统筹？
———基于乡镇与街道的双案例研究

李慧凤

【摘要】编制作为中国特色组织管理制度，是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执政资源，为
基层政府治理提供基本保障。随着基层事务增加和属地责任增强，无限扩大的行
政责任与长期固化的编制之间产生了结构、功能、资源等三大矛盾，急需探索基
层编制改革。鉴于此，基于编制分析视角，论文探讨基层政府在编制刚性束缚
下，如何积极探索资源整合与编制统筹的创新路径。通过双案例研究发现，基
层政府以机构改革带来的编制调整为契机，通过对不同资源（行政资源、财政
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整合，促进基层编制的动态统筹，使编制功能在基层政
府治理中得以发挥，这为基层编制改革提供了可行路径。基层编制改革也需要
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治理体制机制的成熟程度对编制统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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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层政府是我国政府组织体系的基础，长期以来承担着大量基础教育、医
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责。基层政府如何推进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学术界和实务工作者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
题。学术界较多从结构和行动视角对政府结构改革和行动策略进行分析。一些
研究关注基层政府治理的结构性难题，强调行政控制的约束性作用，如职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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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朱光磊、张志红，２００５）、上下分治（曹正汉，２０１１）、压力型体制（杨雪
冬，２０１２）、统合型治理（李春根、罗家为，２０２１）、松散式关联（崔晶，
２０２２）等。另一些研究则关注基层政府治理的行为策略，分析行动者的意图和
行为，如选择性执行（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变通行为（王汉生，１９９７）、共谋
行为（周雪光，２００８）、请示授权（郁建兴，２０１７）、政策空传（李瑞昌，
２０１２）、草根动员（谢岳、党东升，２０１５）、避责行为（倪星、王锐，２０１７）、
调适性动员（王诗宗、杨帆，２０１８）等。这些研究为理解基层治理中广泛存在
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提供了丰富而有趣的视角。

也有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基层实践广泛使用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但基层政
府治理并没有陷入无效率困境，反而创造性地建构了有效治理图景（王诗宗、
杨帆，２０１８）。一些研究关注到基层治理中的非正式雇员或“影子雇员”现象
（吕芳，２０１５），探讨了地方政府人员的隐蔽扩张问题（吕芳，２０１６），却很少
对编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深入分析，反而将编制视为一个无需审视的、既定的
“黑箱”。实际上，基层政府治理的前提正是编制制度。编制作为我国特有的一
种组织管理方式，在控制政府人员规模、科学设置组织机构、提升机构职能运
行效能以及合理分配预算资金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制制
度是基层政府治理的基本保障。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责任日趋增加。
基层政府既要承接条线部门下派的任务，还要承担愈来愈多的属地责任。无限
扩大的行政责任与长期固化的编制资源之间产生了三个矛盾：一是结构性矛盾。
由于编制在不同地区、层级、部门之间分布不平衡，满编与缺编现象并存，编
制很难满足当前基层政府治理的多元需求。二是功能性矛盾。有限的编制面对
无限责任时能够发挥的功能十分有限，基层政府不得不大量使用编外人员完成
工作任务。三是资源性矛盾。基层政府在行政资源、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方面
受到诸多限制，在治理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资源“天花板”问题。因此，立足中
国场域，需要弄清楚编制制度如何影响基层政府治理，基层编制改革如何进行。
本文旨在考察我国编制制度在基层政府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尤其深入剖析基
层政府在编制制度刚性束缚下，如何通过资源主导对编制进行动态统筹，进而
探索基层编制改革的可行路径。

二、既有讨论与延展空间

关于中国基层政府治理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不仅在经验层面积累了丰富
翔实的案例经验，在理论层面也产生了诸多分析框架，一些分析框架已逐渐形
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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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层政府行为
近年来，学者们大量探讨了基层政府的变通行为，形成了诸如利益分析、

行为分析、制度分析、结构分析、资源分析等分析框架，这些分析框架在预测
和解释政府行为策略及治理效果等方面显示了较强的说服力。

在利益关系和行动策略上，已有研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角色认知与
行动策略。如有研究通过“场域－行为”分析一线城管执法人员如何受制于场域
要素和个体要素，采取“帮扶”“罚款”等策略（陈那波、卢施羽，２０１３），也
有研究基于“策略－关系”分析行动者的策略行为（吴少微、杨忠，２０１７）、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韩志明，２００８），还有研究从“宏观－微观”分析避责
行为的根源（倪星、王锐，２０１８），运用“自主－被动”分析基层干部的“能
动性”和“本能回应”（朱亚鹏、刘云香，２０１４）。

关于制度和资源如何影响基层政府治理，有研究发现，制度和体制缺陷造
成了基层政府治理的内生性问题（陈家建等，２０１３ａ）；也有研究从“正式制度
与非正式制度”关系出发，指出基层乡镇治理逻辑是“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
（周雪光，２００８），运动型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一种常规性行政机制（欧阳静，
２０１４）；还有研究认为，将科层与运动两种治理模式连接起来是基层有效治理的
关键（陈家建，２０１５），基层政府可根据行政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强弱形成不
同组合（王诗宗、杨帆，２０１８）。在资源上，由于行政资源集中在上级政府，基
层政府的资源相对稀缺，由此形成了一个“上宽下窄”的漏斗形结构。财政资
源和人力资源也会影响基层政府治理，项目制之所以能快速地见到成效，正是
因为它能使上级部门拥有集中的资金管理权、特殊的人事安排权以及高效的动
员程序（陈家建，２０１３ｂ）。在人员雇用上，公共（预算内）财政行为具有抑制
政府雇员规模扩张的长期效应，而非公共（预算外）财政行为具有扩张政府规
模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张光、严宇，２０２１）。

（二）编外扩张现象
编制是编制管理机关核定的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数额和领导职数。在我国

机构编制管理中，人员编制主要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两大类。在基层，除
了编制人员外，还包括许多编外人员，这既是基层治理的独特性，也是常态性。
由于编外人员具有“科层制”和“契约制”的双重特征，是“政府中、体制
外”灵活可控的公共事务执行者（徐刚，２０２１）。

近年来，编外扩张现象被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将其看作是编制制度失败的
衍生物或象征，认为编外扩张是编制制度的替代机制、补救机制或补充机制；
而另一种思路认为，编外扩张与编制制度是互为依存、并行运作的机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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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如有学者指出，由于“老人老法、新人新规”的传统做法，以及在
制度上的成本迭代控制和行政效率极化价值，导致编外扩张（徐刚，２０２１）。已
有研究提出了隐形膨胀、隐形之轨、软财政约束、软编制约束等分析框架（吕
芳，２０１６；崔晶，２０２０；王锦花等，２０２２）。研究发现，基层政府突破编制约束
是因为权责利不相称，导致基层陷入“因事养人、因人找钱、因钱找事”的恶
性循环（颜昌武，２０１９）。而地方的软财政支出是编外人员得以扩张的重要原因
（叶静，２０１６），在编政府雇员更可能受公共财政行为影响，而无编政府雇员则
主要由非公共财政行为驱动（张光、严宇，２０２１）。

（三）基层编制分析：一个延伸视角
既有研究对基层政府治理的结构因素以及行动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成果丰富且具有启发性。然而，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从编制角度讨论基层政
府治理的研究不多；二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中国意识”有待加强（贺东航、孔
繁斌，２０１１），即“中国经验”的基本特征———“党的全面领导”还未充分研
究。尽管学者对基层政府治理的阻力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也提出了许多有
价值的建议，但受限于编制制度刚性和资源约束，基层政府常常力不从心。因
此，从编制角度审视基层政府治理是很有建设性的。

中国的基层治理发生在一个“以党领政”、党和国家相互“嵌入”的独特结
构和政治生态中（贺东航、孔繁斌，２０１１），基层治理不仅是“中央与地方关
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交会点，也是“党和政府关系”的交会点。鉴于此，
本文将编制分析内嵌于基层政府治理中，探讨基层政府在编制制度约束下，如
何积极探索资源主导下编制统筹的创新路径。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
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行动策略，还会受到编制制度刚性和资源约束的影响。
基层政府需要以机构改革为契机，通过整合行政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
促进编制动态统筹，使编制功能在基层政府治理中得以发挥（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层编制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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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近年来，中国治理实践中涌现出许多既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迫切需要

案例研究揭示具体情境下的治理过程和要素关系，以期构建适合本土情境的治
理理论。本文运用双案例研究方法，选取一个关键性指标———编制———作为观察
基层政府治理的分析单位，遵循差别复制原则，提升案例研究效度。本文所选
的两个案例分别是经济发达镇Ｚ镇和城区街道Ｓ街道。Ｚ镇位于苏州市西部，是
全国重点镇、江苏省重点中心镇。Ｚ镇在２０２１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１６０亿元，
光电通信、装备制造、丝绸纺织三大产业总产值突破２００亿元，在２０２１年度全
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排名中位列第１６９位。Ｓ街道是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地
带，具有历史文化品位的街巷１０２条。Ｓ街道辖区内住宅小区密集且多为老旧小
区，拥有物业管理服务的住宅小区仅占２５％，成立业委会的居民小区只有９％
（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Ｚ镇与Ｓ街道概况
地域面积 下辖机构 人口总量 财政收入

Ｚ镇 ９６平方公里
２１个行政村，６个社区，５６个
小区

１０万人（户籍
人口６ ６万）

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１０ ０５
亿元

Ｓ街道７ ９５平方公里２１个社区，３０３个住宅小区（其
中成立业委会的有２５个，有物
业的７１个），还有６个城中村

１５万人（户籍
人口９ ２８万）

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９ ８７
亿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选取Ｚ镇和Ｓ街道进行案例研究，是因为它们符合案例研究倡导的完整性和

典型性要求。完整性体现在乡镇和城区街道是基层政府的不同类型，能够完整
地阐释基层实践；典型性则体现在乡镇和城区街道在结构、功能和资源上各有
不同。具体而言，从结构上看，乡镇政府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地方一级政府，
而街道在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是地方一级政府；从功能上看，乡镇设有人大
机构，而街道只是上级政府的派出机关，因此在人事功能上存在差异。此外，
乡镇政府需要履行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职能，而街道办事处主要履行社会治
理职能，经济发展职能较少；从资源上看，乡镇政府的财权相对独立，能够自
行配置财政资源，而街道则更多依靠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在财政资源配置上
会受到很大限制。由此可见，两个案例的完整性和典型性满足案例研究对经验
性现象进行深入考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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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数据资料来自三个途径：一是政府部门的政策文件、法规、制度等；二是

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宣传资料等；三是实地调研及访谈。研究团队于２０２１年
４月至１０月对Ｚ镇和Ｓ街道进行实地调研，并与市编办、区编办、乡镇、街道
的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工作者、协管员、网格员、村委、企业等人员进行了１２
次面对面访谈以及１７次电话访谈，并将访谈材料进行整理，形成文本资料（如
表２所示）。此外，遵循三角验证原则，采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获取多个时段的
一手数据，对研究证据进行补充和验证。

表２　 案例所涉引证
数据类别 名称 来源

内部资料

《关于加强Ｓ街道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Ｚ镇机关
事业单位编外人员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Ｓ街道编外人员管理联
系会议制度》《Ｓ街道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管理实施细则》《关于
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工作方案》《Ｓ街道职能配置、机
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实施方案》《Ｆ区管理办公室、Ｓ街道实行“区政
合一”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试行）》；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２１年苏州市、吴江区、姑苏区编办工作总结；
“三整合”工作总结

政策文件

工作报告

外部资料 《人民日报》、学习强国、《苏州日报》、官方网站、媒体公众号等；
Ｚ镇、Ｓ街道调研汇报材料，Ｚ镇、Ｓ街道编制管理情况

新闻报道
官方简文

参与式观察市编办及行政处、事业处、体改处、督察处、绩效处等工作人员，
区编办工作人员，Ｚ乡镇、Ｓ街道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
区工作者、协管员、网格员

半结构访谈
深入观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案例研究发现

案例研究主要从政府机构改革和编制运行两个方面探讨基层政府如何通过
资源主导来整合行政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促进编制的动态统筹。

（一）“三整合”改革及编制调整
近年来，Ｚ镇和Ｓ街道进行了一系列机构改革，尤其是２０２０年启动的“三

整合”改革涉及机构精简与人员分流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调整，对Ｚ镇和Ｓ街
道机构设置和编制调整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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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Ｚ镇机构改革与编制演变
自２００８年机构改革以来，Ｚ镇机构编制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２００８年，Ｚ镇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核定人员编制总数，其中行
政编制６３名，司法专项编制３名，事业编制总数为９４名。２００９年，增加司法
专项编制２名，调整后行政编制６３名，司法专项编制５名，事业编制总数为９４
名。第二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建立或撤销了一些职能部门，部分机构核定
领导职数。人员编制通过内部划转进行统筹，但编制数量保持不变。第三阶段：
（２０２０年至今），明确基层站所人员编制，增加事业编制３０名，明确行政编制
６３名，司法专项编制５名，事业编制１２４名。

２０２０年３月，Ｚ镇推进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三整合”改革，以“强化
机构编制刚性约束，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激发基层一线人员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目标，发挥编制的调配功能，重新配置行政资源，下
沉执法力量。在“三整合”改革中，Ｚ镇综合设置一办七局、５个单列部门、６
个集体企业和５个派驻机构。在编制上，行政、事业人员统一使用、分类管理。
除中央明确的公检法司、税务等部门外，派驻机构都实行属地管理。人员编制
下沉并整合到镇职能机构，划转人员的相关费用采取区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
予以保障。
２ ． Ｓ街道机构改革与编制调整
２０１７年，Ｆ片区管理办公室与Ｓ街道进行了“区政合一”管理体制改革。

“区政合一”管理体制调整后，Ｓ街道有关机构和岗位职能全部对口划归Ｆ片区
管理办公室相关机构，所有人员维持原有公务员编制、街道事业编制、合同制
人员等身份不变。
２０２０年，Ｓ街道启动推进“三整合”改革。在机构设置上，Ｓ街道设立了９

个职能机构，其中为民服务中心机构相当于正科级，其余８个职能机构为副科
级建制。区级部门派驻在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市场监督管理分局等基层
机构，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机制。在人员编制上，核定行
政编制６０名，为民服务中心事业编制５３名，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局行政编制１５
名，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事业编制１４名。行政体制改革下沉给街道更多的行政执
法权和审批权，街道的行政职能得到了明显的增加。

尽管“三整合”改革促进了Ｚ镇和Ｓ街道的机构编制调整，但在编制控制
刚性约束下，编制调整还很有限。正如编办工作人员说道：

“我感觉编制是个体系，不是一个数字。它的机构，它的职务跟组织部门
挂钩，人员跟人社挂钩，职能、机构、人员是一个整体。” （ＳＢＢ２０２２０５１０）
“２０１９年以来我们搞的乡镇机构‘三整合’，实际上它以机构改革为核心。
但这个‘三整合’目前只是简单地变更了乡镇街道的机构设置。对编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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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我们没有过多的保障，因为没有能力保障，想保障也没有能力保
障。”（ＳＢＢ２０２２０４２７）“编制跟人员挂钩之后，有一些人员结构上、人事管
理上的因素会干扰编制的调整，它们是捆绑在一起的。”（ＳＢＢ２０２２０５１１）
面对越来越多的下派任务和属地责任以及“职责同构”（朱光磊、张志红，

２００５）和编制刚性导致基层政府人员的“结构性过剩”和“运行性过剩”困境
（吕芳，２０１５），基层政府很难调配执行任务所需的各种资源。

（二）资源主导下基层编制的动态统筹
基层政府面临诸多挑战，具体表现为：一是基层负荷加重与编制刚性造成

的行政资源紧缺；二是政府公共预算内财政与预算外财政造成的财政资源约束；
三是编外用工有效性与政策执行合法性之间的张力。为此，基层政府急需整合
行政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动态统筹基层编制。
１ ． 行政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
机构编制管理体制保障了行政主导的有效操作。行政主导具有自上而下的

控制优势，却以牺牲灵活性为代价。一方面，“党管编制”确保了编制管理的高
度中央集权化，为基层政府治理提供了所需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超编、借编、
混编、雇用编外人员等做法突破了编制刚性约束。

（１）如何配置基层行政资源：Ｚ镇的探索。行政资源紧缺是当前基层政府
在治理中面临的普遍问题。由于上级下放事权的同时并未给基层配备专职人员，
因而加剧了基层行政资源紧缺问题。为了应对上级下派的各种任务，基层政府
必须将有限的行政资源用于中心工作上。中心工作作为上级政府部门下派的行
政或政治性任务，具有很强的考核压力，围绕中心工作组建的临时工作小组、
工作领导小组、专班等正是基层政府对行政资源进行整合使用的典型形式。

Ｚ镇探索了“分类工作组”工作法，即结合职数、机构、人员编制等情况，
将工作小组区分为常规工作组、专班工作组和议事工作组三种类型。其中，常
规工作组根据机构设置及管理要求常态化运转，人员固定，确保各项常规工作
运转有序，发挥“保运转”功能；专班工作组主要发挥“推攻坚”功能，如针
对“三治”工作、“水系恢复和古镇保护”等专项工作，抽调专业人士和年轻
干部成立工作专班，实现急难险重任务的专项攻坚；议事工作组主要由领导干
部和部门负责人组成，针对重大事项、中心工作，以头脑风暴的形式，激发工
作创新活力。“分类工作组”工作法突出任务导向，通过动态匹配任务所需的编
制人员，使机构功能和行政资源的优势得以发挥，打破了原有固化的机构和编
制人员管理模式，促进了行政资源的有机整合。正如一位乡镇干部所说：

上面“婆婆”太多了，各个条线部门都可以给乡镇街道下一个指标，
下一个命令，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但人不给你，你只能把有限的人集中投
入进去高效整合使用。（ＺＺ２０２２０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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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财政资源与人力资源相整合：Ｓ街道的做法。街道承担着大量的社会
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治理过程中表现出“劳动密集型”特征，仅靠核定编
制人员很难完成。而且，街道不是一级财政，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在履行事
权时，所需财力与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街道既没有足够的人手，也没有充足
的财政资源，需要整合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以远低于编制人员的支出来聘用
编外人员。

Ｓ街道探索了整合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新路径。在财政资源方面，Ｓ街道
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为街道财政保障资金、执法大队拨款以及其他奖励、慰问
金等。在既有财政收入下，Ｓ街道根据财政盘子梳理街道工作，对工作相匹配的
人员进行测算，按照定员增效的岗位，核定每个岗位和人员。定员增效在整合
财政资源上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一碰到突击性的任务、突发的情况，人员又会
打乱，影响定员增效”（ＳＪＤ２０２２０５２６）。在人力资源方面，Ｓ街道建立了机关、
事业单位编外人员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纪委监委、党政办、编
办、财政局、人社局等单位组成。联席会议主要研究制定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
员管理政策，审议各类编外人员的使用管理方案、总额调整，研判编外人员管
理形势，研讨、解决编外人员管理中发现的问题，指导、监督机关事业单位编
外人员的使用和管理。联席会议对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相关重要议题或重大
事项进行研究、商议并下达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使用）额度。实践表明，
联席会议制度增强了编内编外人力资源的统筹调配。
２ ． 编制统筹的基层探索
“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是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

的必然方向，编制统筹作为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编制资源配置不足之
间矛盾的现实选择（李利平、周望，２０２０），成为基层编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１）基于“大编制”理念的“大统筹”创新。Ｚ镇基于“大编制”理念，
将事业单位的职责与镇职能机构整合归并，探索出人员统一使用、分类管理的
“大统筹”路径。一方面，通过常态化开展干部内部轮岗，打破部门、条块壁
垒，建立干部交流的“微循环”系统；另一方面，将编制从职能弱化、工作任
务减少的部门向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重点工作和重要政策领域倾斜调整，重点
保障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任务的机构编制支撑。Ｚ镇实践表明，“大统筹”不
仅有助于促进不同编制人员的能力优势互补，还能强化编制统筹的动态效应。
正如一位编办工作人员所说：

编制不是单单一个维度去增加，或者去减少，其实是可以有增有减，这
样的话才能确保编制资源是有效的动态的。（ＺＺ２０２２０６１７）
Ｓ街道通过“大编制”进行资源整合，促进编制在跨部门、跨单位间的统筹

配置。具体而言，通过“一支队伍管执法”，统筹编制和编外资源；基于“大编
制”理念创新联动和协调机制，加强基层一线综合行政执法力量；构建三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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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整合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等多方力量，发挥集成中心一网调度功能。Ｓ街道
的“大统筹”实践使编制能够在部门间流动共享，盘活了编制资源。在访谈中，
基层工作人员就提到：

“编制，它实际上是一种资源，它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要巩固我们党
在基层的领导地位。”（ＳＪＤ２０２２０５１６） “编制配置的前提条件是职能配置，
应允许跨部门统筹使用，打破部门壁垒限制，增强编制的流动性。”
（ＳＪＤ２０２２０５１８）
从Ｚ镇和Ｓ街道的编制统筹实践效果来看，“大统筹”创新已成为基层编制改

革趋势。一方面，“大统筹”盘活了编制存量，赋予基层政府更加灵活的用人自主
权和编制统筹空间，缓解了由于编制分类管理造成的结构性缺编问题；另一方面，
“大统筹”通过灵活运用编制资源，打破了编制“部门所有”的观念，缓解了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与编制规模控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正如一位编办人员所说：

编制到市一级省一级是非常有必要分类的，而且确实是能分得开，但是
越往下越到基层，就越分不开，分类意义不大。政策越往下走越要协同，
而不是割裂开来，政策执行到了基层都是融合的，要融合公务员和事业编
一起做。（ＳＢＢ２０２２０４２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与“精简”不同，“统筹”是在现有编制范围内对各

类编制进行整合调配。因此，基于“大编制”理念的“大统筹”创新需要考虑
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治理体制机制的成熟程度。

（２）基层编外人员的制度化管理。基层政府一方面要受到“三定”方案所
规定的“职责任务”约束，一方面还要完成上级下派的“临时性任务”。由于
编外用工程序简单、成本低廉、责任弱化，因此，基层政府会偏好使用编外用
工来完成“职责任务”和“临时性任务”，编外人员管理成为基层政府日常工
作的一部分。

在编外人员使用上，Ｚ镇探索了一套“编外人员、编内管理”办法，即在
编外用工的薪酬待遇和干部晋升中建立驱动机制，在编外人员的使用和管理以
及年度财政支出上建立内控机制。驱动机制上，分级制定编外用工的薪酬待遇，
如一般自用人员按照年薪资报酬基数，工资逐年晋升；年薪制工作人员主要通
过公开招聘渠道招录，按照年薪发放薪酬；定工干部从自用人员和年薪制人员
中选拔晋升，定工干部年底核定定工正职和定工副职基数；由基层“三整合”
改革涉及的划转人员，逐步实现同类工作人员收入并轨。内控机制上，规范化
使用和管理编外人员，严格控制编外人员的财政支出。在编外人员的使用和管
理上，机关编外人员主要集中在农技经济、财政协税、规划建设、行政审批、
综合执法辅助、网格化管理等岗位。Ｚ镇的不同类型编外人员占比情况和不同类
型编外人员的年度财政支出均相对稳定。

Ｓ街道建立了涵盖岗位职责、职数管理、人员招录、教育培训、管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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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保障等方面的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以规范管理、提升能力、职业成长、
强化保障为导向，探索了社区工作者职业生涯的全周期管理。在制度体系上，
构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的总意见和管理办法、招聘录用、培训交流、激
励培养、考核管理的“１ ＋ ５”职业体系框架；在人员管理上，形成一支以中青
年为主体，老中青梯次结构合理、文化学历不断提升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在激
励考核上，执行“三岗十八级”薪酬体系，并形成正常增长机制；在发展通道
上，机关、事业单位在招录工作人员时提供部分岗位定向招录，并推荐符合条
件的优秀社区工作者参选、担任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践
表明，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体系提高了“社区工作者的归属感”（高进、杨建闯，
２０１８）。在访谈中，编办和社区工作者对此深有体会。

“需要着眼于解决怎么样通过编制这个概念的区分或者概念的扩大，解
决长期从事基层工作的编外人员问题，因为这些人长期在基层社区工作。”
（ＳＪＤ２０２２０６１２）“其实社区工作者都算编外的，但从工作性质和内容来讲，
承载的是政府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米工作。实际上按工作性质来说也算是政
府自己的，但是按编制来说呢，又不是政府自己的。社区工作者的归属感
就比较低，还有他们工资收入、待遇，包括社会地位，其实跟他的付出是
不匹配的。”（ＳＪＤ２０２２０６０７）
由于Ｚ镇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地方一级政府，设有人大机构，并具有相对

独立的财权和经济发展职能，因此，在编制治理过程中能够自主配置财政资源，
行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也相对充足，资源统筹有更大的弹性，统筹调配资源的空
间较大。而Ｓ街道尽管也被视为基层政府，但在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
作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关，需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且没有经济发展职
能，在财政资源配置上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编制统筹更多依赖于部门间资源
共享，通过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来完成上级下派的任务和街道中心工作。
可见，Ｚ镇和Ｓ街道由于自身禀赋优势不同，在面临基层治理中大量的中心工作
和非常规任务时，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既依附于编制又独立于正式制度安排的
不同路径。

五、讨论与结论

（一）基层编制改革的可行路径
Ｚ镇和Ｓ街道的案例表明，基层政府以机构改革带来的编制调整为契机，通

过对不同资源（行政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整合，促进基层编制的
动态统筹，使编制功能在基层政府治理中得以发挥，这为基层编制改革提供了
可行路径（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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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层编制改革的可行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机构改革引致的基层编制数量增加能够使基层政府“有更多的人做

事”，从而有效承接上级下放的事权和政策任务。在区镇合一和“三整合”改革
中，Ｚ镇通过人员编制下沉到镇职能机构，增加了３０名事业编制，而Ｓ街道通
过机构整合获得更多的行政执法权和审批权，行政编制队伍也扩充至６０名。其
次，资源主导下的编制统筹能够提高既有资源与治理目标的适配性。Ｚ镇的
“分类工作组”打破了原有固化的机构和编制人员管理模式，促进了行政资源的
有机整合。而“大统筹”路径则呈现出编制制度刚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动态
结构，既有以控制机构与约束编制为目标的静态平衡结构，也有以统筹使用和
有增有减为特征的动态非平衡结构。Ｓ街道通过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联
席会议制度来赋予基层政府更加灵活的用人自主权。可见，通过机构改革和编
制统筹能够调解“正式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成本高、运行乏力、效率低下
的结构困境”（李春根、罗家为，２０２１），使基层政府能够更好地应对（非）常
规性、紧迫性的中心工作和政策任务，促进编制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党的全面领
导和社会化整合功能。

本文援引案例及其分析，以期回应在编制刚性束缚下基层政府如何通过资
源主导对编制进行动态统筹，与此同时，还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理论对话。
第一，编制制度与压力型体制研究；第二，基层编制改革与基层政府创新。

（二）理论对话
１ ． 编制制度与压力型体制研究
已有研究指出，由于压力型体制，基层政府会“煞费心思地采用各种应对

策略和共谋行为来敷衍或弱化政策实施” （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或者通过
“分散执政风险的机制和自发调节集权程度的机制”，以“上下分治”体制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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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制的长期稳定（曹正汉，２０１１）。因此，压力型体制既可能是改善我国政
策执行效果的有效工具，也可能会使我国的政策执行问题不断加剧（吴少微、
杨忠，２０１７）。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治理呈现出“高度关联型”治理和“松
散式关联”协作两种不同模式。“高度关联型”治理有助于自上而下的政策实
施，也可能导致基层政府“丧失积极性”（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而“松散式
关联”将治理问题聚焦于政府的正式机构和非正式协商功能上（崔晶，２０２２）。

然而，压力型体制研究更多关注“压力”导致的基层政府行为策略，却没
有对“压力”产生的前提进行深入探讨。编制制度是压力型体制的一个重要制
度环境，正是因为编制的刚性束缚使得基层政府偏好采用“变通”或“简约”
的行为策略。因此，本文提出的基层编制分析为压力型体制研究提供了一个延
伸的分析视角。
２ ． 基层编制改革与基层政府创新理论
基层政府创新理论强调基层政府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中的创新行为，

认为基层政府的变通是一种制度运作方式，通过“自行做出改变原制度中的某
些部分的决策，从而推行一套经过改变的制度安排” （陈家建，２０１３ｂ）。基层
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产生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安排，如雇用大量“影子雇员”（吕
芳，２０１５），采取“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方红生、张军，２００９），形成编外
扩张的“发展型体制逻辑”（徐刚，２０２１）等。这些非正式制度在实践中获得
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成为准正式制度。

然而，非正式制度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因此，
基层政府又会向正式化、规范化的制度回归，从制度扩张转向制度紧缩。本研
究基于编制制度，为理解基层政府治理中的制度扩张与制度紧缩提供了一个拓
展性解释框架。编制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在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中呈现出明显的
制度扩张与制度紧缩特征，编外的过度扩张会削弱编制制度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而编制制度的刚性束缚也会压缩非正式制度变通的空间，使基层政府治理向制
度化、规范化回归。

（三）政策建议
由于基层事务不断增加，属地责任增强，基层负荷明显，既有编制难以满

足基层政府治理需求，常常需要借助“行政不足事业补”与“编内不足编外
补”的方式来机动调整。因此，各级政府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进行资源整合，
促进编制统筹来发挥编制功能，推进基层编制改革。

一是建立与简约精干的基层组织架构相适配的基层编制治理模式，形成基
层职能机构一对多、多对一综合设置下的基层编制治理体制，编制调整要从以
“人员”为中心转向以“岗位”为中心；二是通过编制统筹对基层编制规模进
行调适，赋予基层更加灵活的用人自主权，创新编外人员的激励与内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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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基层政府能够统筹编制资源；三是完善编制核定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基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编制数量进行量化评估，科学合理核定编制数量；四是在
国家层面加快推进机构编制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在基层层面需要基于法治思
维推动基层编制改革。

参考文献
曹正汉（２０１１）．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 社会学研究，１：１ － ４０．

Ｃａｏ，Ｚ． Ｈ．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１ － 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那波、卢施羽（２０１３）． 场域转换中的默契互动———中国“城管”的自由裁量行为及其逻辑． 管理世界，１０：６２ － ８０．
Ｃｈｅｎ，Ｎ． Ｂ． ＆ Ｌｕ，Ｓ． Ｙ．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Ｔａｃｉ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１０：６２ － ８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家建、边慧敏、邓湘树（２０１３ａ）． 科层结构与政策执行． 社会学研究，６：１ － ２０．
Ｃｈｅｎ，Ｊ． Ｊ．，Ｂｉａｎ，Ｈ． Ｍ． ＆ Ｄｅｎｇ，Ｘ． Ｓ． （２０１３ａ）．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１ － 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家建（２０１３ｂ）． 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２：６４ － ７９．
Ｃｈｅｎ，Ｊ． Ｊ． （２０１３ｂ）．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６４ － ７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家建（２０１５）． 督查机制：科层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公共行政评论，２：５ － ２１．
Ｃｈｅｎ，Ｊ． Ｊ． （２０１５）．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５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崔晶（２０２０）． 基层治理中的非正式雇员与“隐形之轨”———基于Ｌ县的实证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３：３０ － ３９．
Ｃｕｉ，Ｊ．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Ｌ Ｃｏｕｎ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３：３０ － ３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崔晶（２０２２）． 中国情境下政策执行中的“松散关联式”协作———基于Ｓ河流域治理政策的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
６：８５ － １００．
Ｃｕｉ，Ｊ． （２０２２）． ‘Ｌｏｏｓｅｌｙ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６：８５ － １０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方红生、张军（２００９）．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预算软约束与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 经济研究，１２：４ － １６．
Ｆａｎｇ，Ｈ． Ｓ． ＆ Ｚｈａｎｇ，Ｊ． （２００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ｂｉａｓｅ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４ － 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高进、杨建闯（２０１８）． 局内的“局外人”：政府雇员组织归属感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１：９２ － ９７．
Ｇａｏ，Ｊ． ＆ Ｙａｎｇ，Ｊ． Ｃ． （２０１８）． Ｉｎｓｉｄ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２ － ９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韩志明（２００８）．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 公共管理学报，１：４１ － ４８．
Ｈａｎ，Ｚ． Ｍ．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４１ － ４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贺东航、孔繁斌（２０１１）． 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５：６１ － ７９．
Ｈｅ，Ｄ． Ｈ． ＆ Ｋｏｎｇ，Ｆ． Ｂ． （２０１１）．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５：６１ － ７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春根、罗家为（２０２１）． 从动员到统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回顾与前瞻． 管理世界，１０：１３ － ２５．
Ｌｉ，Ｃ． Ｇ． ＆ Ｌｕｏ，Ｊ． Ｗ． （２０２１）． 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ｏ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１０：１３ － 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利平、周望（２０２０）． 统筹各类编制资源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建议． 中国行政管理，３：２７ － ３１．
Ｌｉ，Ｌ． Ｐ． ＆ Ｚｈｏｕ，Ｗ． （２０２０）．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２７ － 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瑞昌（２０１２）． 中国改革政策实施中的“政策空传”现象． 公共行政评论，３：５９ － ８５．
Ｌｉ，Ｒ． Ｃ． （２０１２）．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５９ － ８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吕芳（２０１５）． 中国地方政府的“影子雇员”与“同心圆”结构———基于街道办事处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１０：１０６ －１１６．
Ｌü，Ｆ．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１０：１０６ － １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吕芳（２０１６）． “软编制约束”：对地方财政供养规模隐性增长的一种解释．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５：１６ － ２４．
Ｌü，Ｆ． （２０１６）． “Ｓｏｆ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Ｂｕｄｇｅｔｅｄ Ｐｏｓｔｓ”：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５：１６ －２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倪星、王锐（２０１７）． 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 政治学研究，２：４２ － ５１．

·８１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２



Ｎｉ，Ｘ． ＆ Ｗａｎｇ，Ｒ． （２０１７）． Ｆｒｏｍ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Ｂｌａｍ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４２ － ５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倪星、王锐（２０１８）． 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５：１１６ － １３５．
Ｎｉ，Ｘ． ＆ Ｗａｎｇ，Ｒ．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５：１１６ － １３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欧阳静（２０１４）．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 开放时代，６：１８０ － １９０．
Ｏｕｙａｎｇ，Ｊ． （２０１４）． 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ｔｙｌ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Ｚｈｏｕ Ｘｕｅｇｕａｎｇ．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６：１８０ － １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锦花、吴少龙、唐文婷（２０２２）． 基层政府编外人员规模隐性扩张机制研究———基于Ａ县的案例分析． 公共行
政评论，３：８０ － ９７．
Ｗａｎｇ，Ｊ． Ｈ．，Ｗｕ，Ｓ． Ｌ． ＆ Ｔａｎｇ，Ｗ． Ｔ．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Ｓｉｚ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８０ － ９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诗宗、杨帆（２０１８）． 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行政控制与多元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１１：１３５ －１５５．
Ｗａｎｇ，Ｓ． Ｚ． ＆ Ｙａｎｇ，Ｆ． （２０１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１：１３５ － １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少微、杨忠（２０１７）． 中国情境下的政策执行问题． 管理世界，２：８５ － ９６．
Ｗｕ，Ｓ． Ｗ． ＆ Ｙａｎｇ，Ｚ． （２０１７）．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２：８５ － ９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谢岳、党东升（２０１５）． 草根动员：国家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社会学研究，３：１ － ２２．
Ｘｉｅ，Ｙ． ＆ Ｄａｎｇ，Ｄ． Ｓ． （２０１５）．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１ － 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刚（２０２１）． 编外扩张的源头治理：历史、制度及价值分析． 政治学研究，２：９７ － １０９．
Ｘｕ，Ｇ．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ｂｉａｎｚｈｉ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９７ － １０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薛立强、杨书文（２０１１）． 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特征———以“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为例． 公共管理学
报，４：１ － ７．
Ｘｕｅ，Ｌ． Ｑ． ＆ Ｙａｎｇ，Ｓ． Ｗ．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ｕｔ
Ｄｏｗ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１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１ －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颜昌武（２０１９）． 基层治理中的“谋生式”行政———对乡镇政府编外用工的财政社会学分析． 探索，３：７０ － ７９．
Ｙａｎ，Ｃ． Ｗ． （２０１９）． “Ｍａｋｉｎｇａｌｉｖｉｎ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ｎｕｍｅｒａｒｙ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３：７０ － ７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雪冬（２０１２）． 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 社会科学，１１：４ － １２．
Ｙａｎｇ，Ｘ． Ｄ． （２０１２）． 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４ － 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叶静（２０１６）． 地方软财政支出与基层治理———以编外人员扩张为例． 社会学研究，１：１４６ － １６７．
Ｙｅ，Ｊ． （２０１６）． Ｓｏｆｔ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ｆｆ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ｉａｎｚｈｉ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１４６ － １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郁建兴、黄飚（２０１７）．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兼论纵向政府间关系的重构． 政治学研究，５：８８ －１０３．
Ｙｕ，Ｊ． Ｘ． ＆ Ｈｕａｎｇ，Ｂ． （２０１７）．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８８ － １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光、严宇（２０２１）． 中国政府雇员规模扩张及其成因思考：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１９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 公共管理
与政策评论，５：１４ － ３２．
Ｚｈａｎｇ，Ｇ． ＆ Ｙａｎ，Ｙ． （２０２１）．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ｄｒ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８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０１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１４ － 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０８）．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社会学研究，６：１ － ２１．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０８）．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１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 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 社会学研究，５：６９ － ９３．
Ｚｈｏｕ，Ｘ． Ｇ． ＆ Ｌｉａｎ，Ｈ． （２０１２）．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６９ － 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光磊、张志红（２００５）． “职责同构”批判．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４２：１０１ － １１２．
Ｚｈｕ，Ｇ． Ｌ． ＆ Ｚｈａｎｇ Ｚ． Ｈ． （２００５）．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４２：１０１ － １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亚鹏、刘云香（２０１４）．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以Ｃ市城市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中山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６：１５９ － １６８．
Ｚｈｕ，Ｙ． Ｐ． ＆ Ｌｉｕ，Ｙ． Ｘ． （２０１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 Ｃ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６：１５９ － １６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Ｂｒｉｅｎ，Ｋ． Ｊ． ＆ Ｌｉ，Ｌ． Ｊ． （１９９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３１（２）：１６７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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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主导下基层编制如何动态统筹？◆


